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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何以难出贵子：农村学子的文化
再生产机制及其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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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学子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内化底层阶级的认知模式以及父母等“重要他人”所传

递的特质，完成底层文化的再生产。具体表现为：受文化资本传递与经济资本欠缺的影响，自然知识内化

于个体精神图式中，导致农村学子形成了较狭窄的知识面；受乡村语言表达方式与家庭教育文化的影响，

农村学子形成了“限制型语言符码”；当同伴圈中出现“逾矩”行为时，农村学子易因“人情面子”进行亚文

化再生产；受家长制与乡村社会中资本欠缺的影响，农村学子缺乏对自我角色的清晰认知，并在人际关系

中失衡，形成较低的社会适应能力；当父母抱有低教育期待时，农村学子对自身学业竞争力产生怀疑，容

易产生较低的未来预期。为促使“寒门出贵子”，应从塑造乡村知识场域着手，建立不同阶层社会交往机

制，促使农村学子发挥主体能动性，主动融入学校教育等方面，以阻断底层文化再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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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与流动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教育对社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教育机会竞争主要体现在

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随着高等教育扩招，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开始进

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21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7.8％，普及化水平持续提高（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2023b），总体受教育机会增加，但出身农村家庭的学子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呈下降

趋势，“寒门再难出贵子论”、新“读书无用论”等说法近年来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话题。

本研究以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和社会实践理论为基础，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分析“寒门何以难出贵

子”，结合我国乡村现实情况分析农村学子的底层文化境遇，进一步勾勒出农村学子在早期社会化建构

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底层文化的，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如何突破底层文化再生产机制。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社会学将教育看作文化资本，认为它是推动社会阶层流动、提高社

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成为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

影响，在社会阶层生产过程中，教育过程作为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的重要环节，成为很多资源短缺者争

取向上流动资格的敲门砖。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其所代表的社会认可与社会地位标签功能尤其显

著，接受高等教育者会比未接受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更容易实现社

会地位的提升。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总体上整个社会的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出身底层的

农村学子也拥有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其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未增加。以北京大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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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 1985 年农村新生比率高达 38.9%，而在 2015 年下降至 17.7%，2016 年下降至 16.3%，到 2021 年进

一步下降至 15.1%。其他高层次大学包括清华大学等一些 985、211 高校，农村学子占比不到 20%。虽

然，重点大学农村学子比例降低，“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在现实中被不断验证。在教育受到普遍重视

的同时，反教育潮流也此起彼伏。但是，仍然有很多农村学子突破阶层限制，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改变了“仕之子恒为仕，农之子恒为农”的固有看法，打破了只能“白屋出公卿”的习惯性思维，激发了

社会底层家庭对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积极性与信心。寒门能否出贵子是社会平等开放程度的标

志之一，是社会维系平等的重要手段，也是底层人民的希冀所在。

学界对“寒门”概念的理解不同，一种认为“寒门”指农村家庭（刘尧，2016；刘鹏，2011），另一种认

为“寒门”包括农村家庭和城市中的贫困家庭（刘玲，2020；蒙冰峰，2014）。结合农村学子在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现实，同时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实际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环境应尽可能接近，

因此我们将“寒门”界定为农村家庭，而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普通民众常被称为“天之骄子”

“贵子”（余卉，胡子祥，2019）。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家长、学生和社会等方面所关心的侧重

点不再是能否“考上大学”，而是能不能“考上好大学”“考上重点大学”。因此将“寒门贵子”界定为考

入“985 工程”院校、“211 工程”院校、“双一流”院校的农村学子。学界从“寒门贵子”所处社会背景与

家庭学校环境（朱镕君，2021a；王旭清，2021；陈诚，2020）、所具有的“底层文化资本”（杜亮，刘宇，2020；
曹渡帆，朱德全，2021）、个体本身（刘玲，2020；余秀兰，韩燕，2018）等角度出发探析了农村教育的理论

与现实问题，可见，“寒门贵子”已经成为农村教育研究的一项具有方法论意味的课题。本研究袭用这

一表述，意欲在母题的框架内深化该课题的研究，思考“寒门何以难出贵子”论题的“破题”之路，探寻

造成农村学子难以逆袭背后的机制所在，并在此基础上为促进农村学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提供

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是文化再生产（闫伯汉，2017），统治阶级通过代表自身

阶级利益的学校教育实现其自身阶级的文化再生产，再进一步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文化再生产机

制在特定情况下能够阻碍社会流动，造成阶层固化（刘腾龙，2021）。文化是人类在不断进化与演变过

程中所观察到的社会，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也都是文化的因素（沈建新，程恩富，

1986）。文化蕴含了主体的思维、情感和信仰，它是一种性情倾向，一种生活样态，是人的基本存在方

式（罗希明，2013），这些内容借助符号形式可以交流、保存和发展。因此，文化在特定环境中通过与社

会群体进行各种有意义的实践，又为社会群体创造出知识、道德、法律和思维等。国外学者对文化再

生产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符应式再生产理论，它认为学校教育通过再生产有利于统治阶级进行

统治的知识技能与行为准则，再生产出统治阶级所需的劳动力与生产关系（阿尔都塞，2004，第
320 页）。美国批判社会学者鲍里斯（S. Bowles）与季亭士（H. Gintis）将学校中的知识技能与行为准则划

分为正式课程与隐性课程，认为学校教育与经济结构间的关系遵从符应原则，“符应”关系概括了学校

教育进行社会再生产的机制（罗云等，2005）。学校结构和经济结构间符应的结果是教育制度的双轨

制，即给社会底层的学生灌输遵守秩序、保持卫生、服从管理等一些规则，而对上层家庭的学生则是教

授让其成为管理者和专家所需要的技能和性情（鲍里斯，季亭士，1989，第 190 页）。二是中介式再生产

理论。布迪厄认为，只针对物质层面的研究不能准确地解释造成教育不公平的内在根源，对文化进行

批判才可以找到造成社会阶级再生产的因素。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存在阶层间的差异，可通过制度化

形式转换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参见布迪厄，2005，第 3—22 页）。伯恩斯坦进一步从社会语言学的

角度指出，由于学校教育的课程内容来自上层社会的主流知识形态，而主流知识形态从社会主流文化

中产生，所以在学校教育中主要存在的是社会中上层的文化资本类型（马兴，姜添辉，2023）。学校作为

上层阶层文化与语言的中介，其教育过程本身的结构、机制、方式也具有上层阶层的偏向。因此，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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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文化价值通过教育过程，以文化传递的方式隐秘地完成再生产。三是竞逐式再生产理论。学校

既可以传承文化，也可以生产文化。学校的文化并不是全部有效的，学校的知识也并不全部来自于上

层社会，同样也存在着下层社会的知识，各种文化与知识在学校中相互竞逐。要阐明工人阶级子弟为

何仍然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在于阐明他们自身为何甘愿（威利斯，2013，第 1—2 页）。因此，底层学

生主动地再生产过程才是其阶层复制的根源所在。一些批判教育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抵制理论”，

认为底层学生的“反学校文化”代表了底层对再生产机制的识别，底层学生也会采取斗争行动反抗再

生产机制（参见阿普尔，2008，第 85—105 页）。基于以上理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弱势群体

背景学生的教育获得问题。朱镕君认为不同的文化生产机制隐含在空间流动之中，空间和阶层的限制

使底层出身的学子难以取得教育成就（朱镕君，2021b）。李涛（2014）、蒙冰峰（2014）从经济、制度等社

会环境角度出发，解释了隐藏在底层社会内各种教育阻滞因素如何共同造成了底层再生产。王瑜和秦

敏（2019）也从社会环境角度出发，认为城市现代化标准并没有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家庭带来更多向

上流动的教育机会，城乡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使得城乡学生在入学前就存在一定程度的身份差异（俎

媛媛，2006）。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不仅来自于家庭内部微观视野下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教育体系

在宏观视野下的制度性影响（侯利明，2020），学校教育的内容和语言更加偏向于城市，使得农村学子与

城市学子相比存在较大的文化劣势（余秀兰，2006）。除了社会、家庭、学校等因素外，个体能动性的差

异使农村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出现选择性放弃和自我淘汰的学业困境（朱玉成，石连海，2022）。
文化再生产作为教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形成了众多理论，这些理论从社会环境、学校教育、

底层文化等角度结合数据与资料进行了研究，以寻求导致弱势群体背景学生表现出教育失败的原因，

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符应式再生产理论并未揭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失败与成

功是如何发生的，因而是典型的机械决定论。中介式再生产理论过于强调文化再生产的必然性，没有

充分考虑到文化的生产性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教育系统中的变革与抵抗。竞逐式再生产理论

虽然论述了工人阶级子弟如何“主动的抵制”，但未考虑到学校教育也承担了底层再生产功能的现

实。“寒门难出贵子”的研究对象，既不能仅仅是农村学子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也并非其个体。从

再生产角度看待农村学子的受教育历程，应分析在农村学子成长环境中存在哪些文化，农村学子如何

再生产了与学校教育存在冲突的文化，才能找到“寒门难出贵子”的原因所在，进面从社会建构的角度

为农村学子的向上流动提供建议。 

（三）分析框架

布迪厄认为在文化和社会两个层面上，教育是一种工具和途径，并着重指出通过文化来完成其社

会的复制作用。然而，在布迪厄看来，学校的文化再生产性并非只有学校一个方面，而是家庭、学校和

社会三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对应，形成文化再生产也需经过受教育者的早期社会化过程和学

校教育两个阶段。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围绕实践主体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的基本问

题而展开，用场域、惯习、资本及三者间的关系分别回答了这三个社会实践观的基本问题。场域指的

是独立于意识之外存在的社会空间，从关系的角度看，即由各种资本的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各种位置。

在场域中为获取某一位置和合法性权威需要进行斗争，因此斗争是场域中固有的存在。场域中斗争的

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有四种类型，但无论何种类型的资本，当其存在于场域中时便会赋予场域

相应的意义。然而，要确定场域中资本的价值，就要关涉到惯习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场域、惯习与资

本这三者的联系是直接的。资本存在于场域中，又与惯习相整合，而且具有物质的基础（参见布尔迪

厄，1997，第 142—147 页）。

本研究在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再生产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了符应理论中的

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或者是伯恩斯坦理论中的属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精密型符码，甚至是批判教育社

会学家们在底层学子身上看到的“反学校文化”，正是这些因素这些导致了底层学生在早期社会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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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生产的文化与学校教育中代表上层阶级利益的文化间存在差异。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实践主体

在其存在的场域中形成的特定资本和惯习，在客观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建构自身和所生活的社

会，形成了具有阶层特征的文化。这种底层文化通过农村学子的早期社会化建构得以再生产，而学校

文化总是以一种霸权、规训的姿态出现，当农村学子所携带的底层文化与学校中的文化产生冲突时，

便会出现“寒门难以出贵子”的现象。可见，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文化再

生产理论中对于文化的生产性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忽视。本研究结合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

论与社会实践理论，将农村学子的文化再生产置于实践过程之中，并结合我国现实背景分析农村学子

在场域、资本、惯习的影响下形成的独特底层文化境遇。在这种境遇下，农村学子吸收了底层阶级、

父母、伙伴等“重要他人”所传递的特质，最终形成了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

探讨如何促进农村学子突破文化再生产机制，进而实现“寒门出贵子”的理想。 

二、农村学子的底层文化境遇

地域要素是场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乡村社会具有特殊的阶层属性，这些属性成为底层文化生

产过程中的主要场域。除农村的自然环境外，乡村社会还包括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环境以及

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环境（柴玲，包智明，2010）。在这些场域中，乡村社会有着不同于城市的独特

阶级属性与特征。再加上社会结构的差异，以及“寒门”与“朱门”所具有的资本、所形成的惯习的不

同，因此在场域、资本、惯习的影响下，乡村社会通过实践活动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底层文化。 

（一）相对单一的乡土知识体系

与家乡、故乡的含义相似，乡土或乡土社区指的是个体出生与生长并对其具有长期的眷恋情感与

认同意识的地方。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土慢慢演变为农村、乡村的代名词，反映了中国基层社会的

特质。在乡村社区中长期居住的群体在生产与生活中形成了包括农业知识、生产劳动技术知识、乡村

生活常识等在内的维持乡土社会存续的知识，这些知识可称为乡土知识。乡土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

识，这种地方性是一种空间陈述，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积

淀的精神财富（江涛，龚志祥，2024）。乡土知识以其特有的话语实践解释着乡土社会，在农村居民维系

生计和生存、寻求生活意义以及情感寄托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它以非正式、非文字或口耳相

传的方式在乡土社会的生活实践中发展和流传。因此，乡土知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乡土社会存续

的策略、内在逻辑和实践理性（柏贵喜，2006）。在当前的乡土社会中，乡土知识的痕迹并未消失，而是

呈现出“进化演变”趋势，并与现代性、多样性文化交融共存（江涛，龚志祥，2024）。
社会中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因其生活环境与教育背景等因素不同，所形成或占有的文化资本类型也

各不相同。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之间本应是平等多样而无高下之别的，但由于中上阶层占有与优质物

质条件和丰富文化氛围紧密相连的文化资本，使得各阶层文化资本之间产生了优劣之分。文化资本概

念在应用到教育领域时通常指通过不同的教育行动所传递的文化物品，如博物馆、图书馆、音乐会等

高雅活动，以及教育水平、教育程度等。随着新农村建设，农村文化不断加强，村内陆续设立文化弄

堂、礼堂等，也使农村文化产品结构得到不断优化。但乡村社会的居民仍难以直接接触到诸如轻音

乐、话剧等艺术形式的活动，参与高雅文化活动的机会显著少于城市居民。除了高雅文化活动外，乡

村社会中还较为缺乏博物馆、少年宫、科技馆等客观化文化资本。据调查显示，27.75% 的受访城镇居

民表示所在社区有美术馆、博物馆或纪念馆，仅 17.25% 的受访农村居民表示所在村有此类专业文化场

所，城镇拥有率为农村的 1.61 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2024）。
乡土知识是在乡村场域中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活动所生产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经验与知识，

具有本土色彩、乡土气息、地域性质等典型特征（王夫艳，2024）。受到场域的制约，乡村社会中文化资

本较为匮乏，缺乏参与高雅文化活动、丰富知识体系的机会。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匮

乏，影响着乡村社会居民的知识获得与认知建构，从而形成了相对单一的以乡土知识为主的知识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 年 第 7 期　　教育、社会与文化

76



（二）直接、简洁的语言文字表现形式

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概念是 20 世纪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世代定居是常态，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举家搬迁的

流动性极低，因此乡土社会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稳定性。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需要借助文字而只需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就可以完成各种实践活动，甚至可以抛开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直接会意。可见，

在乡村社会中，连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的语言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存在。由于中国的文字来源

于庙堂之中，而不是出自基层社会，因此中国的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社会。

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狭义的社会资本主要指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蕴

含的资源。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大家共同了解和认同的、具有制度化的某种持久性关系网络来积累

自己所控制的社会资本。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资本基本是在家族范围内发挥作用的。随着时代发

展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地区转移，但其进入城市后还需重新进行人际关系网络

的建构。这往往使得在现代社会中，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旧较为简单，其社会互动

相对具有局限性和单一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中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得到异质性的社会资本，也

难以构建起城市社会中的人们所拥有的丰富社会资本。

语言文字作为文化重要的表征形式，体现了文化的基本特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质（赵翠兰，

2011）。在乡土场域中的语言文字有着与城市语言文字不同的风格，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使用原生态、

口语化的语言，对文字的接触较少，再加上乡村社会圈子稳定，社会资本较为同质化，人们更多地依赖

口头语言和面对面的交流来传递信息、传承文化和维系社会关系，相对保留了原生熟人社会中形成的

较为直接、简洁的语言文字表现形式。 

（三）矛盾的家庭教育文化

家庭作为一个意义生成空间，被认为是个体身份认同过程的起点。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

年》中提出了“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两种教育方式。中产阶级父母对子女采取协作培养方式，

即父母会通过让子女参与大量有组织的活动来发展才能，子女对自己的生活掌握较少的控制权，很少

有可由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则采取成就自然生长的教育方式，即子女在

不加干涉的条件下自然发展，拥有较多可支配的自主时间（参见拉鲁，2010，第 2—10 页）。“熟人社会”

中“以情代法”“礼尚往来”的行事习惯使人们不愿打破已建立的亲密关系，经常以“人情”“关系”代替

“法律”，从而削弱了法制的功能。因此，维持乡土社会稳定发展的并非法律的威严，而是乡村社会中

人们从小习得的“礼”。“礼”内化于人，在熟人社会中有着让人们信服的权威与独特的解决纠纷方式，

人们不需要规则、法律的约束也能够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在“法制”淡化的熟人社会中，农村家庭子

女与父母不受各种规则规范的束缚，感受着在乡村场域中的自由。再加上农村家庭因受到经济压力和

父母自身文化素质等方面的限制，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采取“协作培养”的教育方式。因

此，与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相同，在我国的乡村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较为薄弱，多采取“成就自然成

长”的方式。

在家庭共同体中，父母与子女间的生活、交往关系是家庭中最主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具有天然

的不平等性。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长越倾向于使用与子女有大量沟通交流的权威型或宽

容型教养方式，而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家长越倾向于使用亲子沟通较少的专制型或忽视型教养方式

（黄超，2018）。农村家长对子女的关心程度、亲子互动情况和亲子关系都显著低于城镇地区（程秀兰

等，2021）。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封建社会的专制型家长制显然不复存在，但农村家长受教育程度

有限，通常认为生养者有更大权力，在对子女的管制中常常采取强制性措施。加之子女早期存在智识

与身体上的弱点，家长不承认子女具有完全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缺乏与子女商量和讨论问题的习

惯，家庭中的大小事务皆以家长意志作为决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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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成就自然成长”方式的影响，家长对子女教育缺乏明确的计划安排与关心，子女可以按照自己

的想法自然发展。但当子女需要父母的教导时，父母却很少能够遵循理性的态度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

相应的处理，而是会采取严厉的方式将子女控制在自己的管控之下，依靠规矩甚至武力维持其在家庭

中的绝对权威，缺少对子女耐心的引导和相互间的平等协商。农村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成长与父

母在教导时的干预形成了对比，由此产生了矛盾的家庭教育文化。 

（四）色彩浓郁的“人情面子”文化

费孝通使用“差序格局”概念来说明中国人的关系特点。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

成的网络”，以“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般，形成一圈圈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费

孝通，1998，第 4 页）。“差序格局”这一描述性概念，说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已为中心逐渐向外扩

散递减的“关系圈”。在“差序格局”下，我国的传统社会以及当今时代中的乡村社会被称为“人情”社

会。“人情”即泛化的“情”，淡化的“义”，是具有家族关系色彩的熟人之间的关系，即关系圈内的人排

斥关系圈外的人。乡村社会关系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情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人情的交换发挥作用。

在人情的交换中双方关系更加融洽，同时也实现了资源的交换，进而达到各自的行为目的。可见，中国

人社会关系中的“情感”与“义务”通常融合在一起成为“情义”，将“情”融于其中而趋于人伦利他的

“义”构成了“差序格局”的核心要素。在某种程度上，“义”的嵌入程度隐含着“利”的可信程度。即

“情义”的深浅代表着对彼此的信任程度。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土社会中原本基于地缘和

血缘建立的人际关系开始松动，传统的价值理念和惯例习俗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但以血缘和地

缘为内核的乡土社会文化仍然存在（陈宏伟，史小建，2023）。村民之间的人情关系依然密切，并努力维

持彼此间的情感关系，构成某种信任关系，以成为关系圈内的人。

在乡村社会中，人们通过对面子的控制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形成面子等级结构。面子大就

相应地拥有较高的威望，面子小则地位较低，言论不受重视。乡村社会中的居民一方面都很“爱面

子”，为了面子互相竞争，以争取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居民能够审己度时，会以自己与他人在面子结

构中的层次位置来决定行为方式。在基于面子的社会控制之下，个人行为受到他人期望的制约，这种

期望充当了社会规范的作用。村民如果未按照他人期望行动，会产生自己辜负对方的羞耻感。因此，

在面子的影响下，社会对于个体，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面子都具有制约作用。个体为了保全或者获取

面子而选择遵循社会中的规范去行动（何友晖，2006，第 24 页）。在乡村社会中，村庄就是村民的社会

支持网络，村民对村庄有着深程度的依赖性，从而极其认同和遵循村庄的规范，以获取面子使自身处于

等级结构的高层，得到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力。所以，“面子”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结

构和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现，对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逻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村庄治理和社会控制

的有效工具。

人情可以产生面子，面子也可以形成人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最容易引发人情和面子问

题。人们会因为彼此熟悉而建立起情感，并在交往中非常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在传统文化

保留相对完整的乡村，村民世代居住于此，彼此之间感情亲密，乡土意识浓厚，“人情面子”文化较为浓郁。 

（五）消极对待教育的文化氛围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却得不到相应的高收

入。所以，尽管小农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但是底层农民的这种落差依旧在

逐渐瓦解着乡村的经济基础与传统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家庭更多的活动是围绕“金钱”而进行

的。受到城乡发展差距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村居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情况越来越多，特

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长期存在的“民工荒”使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乡村

社会长期经济条件不足的现状下，农村居民认为通过劳动获得的财富和地位，远远超过了通过漫长学

习进程获得的学历证书，从而使“金钱至上”的观念在乡村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一些村民更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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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实际收益，对读书和受教育表现出一种“单向度”的认识，即较为关注眼前经济利益，而相对忽

视教育的长期价值。

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体现为个体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

考，强调不管结果如何，重点追求事物或者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工具理性“在实践的过程中去判

断工具是否存在价值，进而追求事物或者行为的最大功效”，更强调对效率的无限追求，以及效果的最

大化（韦伯，2020，第 20—36 页）。工具理性的教育观在于促使教育面向现实生活，强调教育的适应性

和服务性（泰勒，2020，第 24 页）。处于社会底层的村民不仅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更要为提高他们的

物质生活水平而外出奔波，在城市中从事最下层的工作。他们深知金钱的意义，更在意“付出”和“回

报”之间的关系，是理性经济的计算者。虽然农村家庭父母也想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实现社会阶

层的转变，但重点大学农村学子占比不断下降的现实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对教育较低层次的预期以及对

学校教育的失望。因此，在谈论子女教育时，教育回报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影响农村家庭教育投资

的不再只是“上不上学”“读不读书”的问题，而是“读什么书更有用”的问题。乡村社会中这种对教育

的洞察不同于社会学家对教育的洞察，这种洞察只是暂时地停留在事物表面，同时作为工具理性的行

动者，也在生产着基于“读书能否带来财富”的“教育无用论”。

在社会资本同质化的乡村社会中，人们缺少能够切实感受到知识对于个体、家庭以及社会的真正

价值的机会。同时，由于收入的有限以及思想的局限，使农村居民在耗用钱财的事情上小心谨慎，在教

育问题上对教育花费的成本和取得的收益反复斟酌。当认为接受教育所获得的净收益低于教育以外

的选择时，就容易产生“读书无用”的消极看法。 

三、农村学子底层文化的再生产

个体不只处在一个客观的社会结构中，也处在一个客观的社会世界中。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强加于个体本身、对其产生影响的底层文化与重要他人。个体在接受底层文化以及重要

他人对客观社会世界的认识的同时，也会对社会世界进行修正。因而，出身底层阶级的农村学子不只

吸收了底层阶级对于社会世界的看法，同时还吸收了包括父母、伙伴等“重要他人”所传递的特质。如

果农村学子接受了“重要他人”的影响，并将其予以内化，就能最终形成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 

（一）狭窄知识面的再生产

农村学子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接触的是乡土知识体系和单一的文化资本类型。“对于前人创造

与流传下来的文化财富的继承权，只属于那些知晓文化财富背后来源的人们”（布尔迪厄，帕斯隆，

2002，第 91 页），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农村学子自然继承的是与他们相符应的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

个体的文化程度和涵养是具体状态的文化资本，通过教育所取得的学历和文凭是制度化状态的文化资

本。资本具有可传递性，一般情况下，文化资本都会在阶层内传递。虽然这两种非物质状态的文化资

本无法直接传递，但可以通过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使父辈的文化资本于无形之中在子女身上以“身

体化”的形式出现。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父母对知识学习的理解通常仅停留于表层，对知识学习

的原理与逻辑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体验，因此无法为子女提供实质性的学习帮助。同时由于家庭

及子女的学习用品、家庭藏书情况等也处于劣势——例如，32.6% 的农村家庭总藏书量不足 10 本，

36.9% 的农村家庭每年为孩子购买的图书不足 5 本（中国儿童青少年中文分级阅读标准研制及应用研

究项目组，2024）——相应地，这种文化资本的差异会传递给子女。因此农村学子在自然环境下接受了

传递给他们的自然知识与父辈文化资本，单一的乡土知识在农村学子身上实现了再生产。

在现实生活中，最普遍的一种资本转换是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这种转换和文化资本的传

递同步进行，但转换的发生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

转换需要耗费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可以通过经济资本购买而来，在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实

现转换。第二，拥有充足的时间。在家庭内部有效传递的文化资本取决于获取文化资本可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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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职业地位越高或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每天辅导子女功课的时间越长，城市家长的时间

投入明显高于农村家长（吴愈晓，2020)。雄厚的经济资本和充足的时间保证了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

转化。但是，农村家庭在小农经济的影响下，获取经济资本的方式根据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会有所不

同，但主要还是集中于种植庄稼、外出打工等。农村家庭缺乏雄厚的经济资本与充足的时间，也就相

应地难以实现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农村学子在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单一乡土知识体系的影响，所接触的为自然知识，在离书本

较远的泥土、农作物、家禽等自然环境下成长。受到文化资本传递与经济资本欠缺的影响，农村学子

难以打破相对单一的乡土知识体系。在早期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的自然知识的特征也会渐渐内化到个

体精神图式之中，使得他们形成较为狭窄的知识面。 

（二）限制型符码的再生产

不同的语言编码隐含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交往方式，对语言编码的习得代表了对社会关系

型态以及社会阶层文化的接受。限制型符码是劳工阶级中广泛使用的言语类型。劳工阶级中的人们

大多生活在彼此熟悉的邻里文化中，无需精密的语言就可以清晰地表达价值观和规范。在家庭教育

中，父母通常会对子女的行为采用奖励或惩罚的方式，通过直接矫正使子女社会化（Bernstein，1974，pp.
2—14）。与此类似，在“熟人社会”中，行为方式和规范无需过多描述，彼此间就能够明确。人们使用

的是一种有着自身特征的直接的、简洁的语言表达方式。首先，这种语言表达的目的是模糊的。在乡

村社会，人们词语的表述缺乏文采，所使用的言语不能清晰地表述自身意图。其次，从表述方式来看，

乡村社会语言中的名词比例较高，侧重事物而非程序。最后，在社会关系方面，乡村社会中的语言使用

者更强烈地感觉到属于群体的联结，更易于接纳已存在的社会权威，并对群体的具体目的和原理表示

认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农村学子更习惯于使用贴近现实生活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对抽象概念、

过程和关系的讨论，他们更习惯于在一个清晰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一种包含了大量简单而含蓄信息的

语言含义。只不过，这是一种被压缩的语言符号，其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特殊性和局限性，形成了伯恩斯

坦所界定的限制型符码结构。

家庭作为个体语言最初发展的场域，对语言形式的习得有着重要影响。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在

早期家庭教育中承袭了不同的语言符码，随之在语言表达与行为方式上也形成了差异。在我国乡村社

会中，价值规范是内化于心而无需通过语言表达的。因此，农村家庭父母使用的语言集中在关于现实

问题的探讨上，很少深入思考抽象的概念、流程或关系问题。父母对于子女行为的惩罚，通常是无说

理过程的直接矫正。同时，不同的教养方式塑造了不同的语言符码。农村家庭在家长制的影响下，父

母与子女之间的等级界限分明，在日常交流中多采用指令为主的单向互动。在教养子女时，往往使用

简单的命令式话语以显示自身权威。在这种家庭场域中进行早期社会化建构的孩子其表达能力较差，

承袭了父母所使用的限制型语言。中国家庭追踪调查（FPS) 数据分析也发现，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子

女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处于弱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不利家庭语言环境中的孩

子语言能力发展相对迟缓（林进龙等，2021)。
在语言沟通过程中，个体会产生自身的角色认同与行为方式。农村学子在早期社会化建构中受到

乡村简单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家庭中教育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语言简短、词汇来源层次较低、句子构造

不完整且与学校语言存在差异、在交流中需要依赖特定场域的“限制型语言符码”。 

（三）“随心所欲”而“逾矩”的亚文化的再生产

农村学子生活在“法制”淡化的熟人社会中，父母对其日常生活的管教与约束较少，能得到“随心

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其中的“矩”就是在乡村社会中习得的“礼”。同时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转型

期，传统的家庭结构出现破裂，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父母由于忙于生计或者教育知识的匮乏，缺少

对子女日常生活的教育，因此一些受环境影响较大的农村学子在乡村社会中容易产生“我觉得我很自

由”的错觉。而在重要事务决策上，由于受传统家长制的影响，家庭中父母权威过多，容易忽视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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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而以父母的意志作为决策的依据。因此，农村学子在享受日常自由的同时又处在一个不自主的家

庭教育文化中。由于生活在父母权威的“控制”之下，会导致他们的自由最终变成“随心所欲”而“逾

矩”的自由，在面对规矩时的第一反应是要打破规矩，追寻自由。

农村学子从小居住于“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特点明显的乡村社会，会有共同成长的玩伴，并随着

年龄的增长建立同伴关系。在同伴关系建立之初，他们享受的是这种关系带来的平等、自由、包容、

认可等感受。当同伴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同伴圈时，便会形成属于同伴圈的独特亚文化。亚文化最初用

来形容被边缘化群体的越轨行为，后来代表高度组织化的各类亚文化群体，表示那些偏离主流社会规

范的叛逆群体文化。农村学子受到乡村社会“人情”文化的影响，在处理同伴关系时讲究“兄弟情义”，

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受到“面子”文化的影响，他们常按照同伴圈的规范去行动以保全在同伴圈中

的面子。亚文化对农村学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同伴间的相互关系上。他们之间有的相互平等、有的

呈层级分布，但不管是怎样的关系形式，他们都相互依存、相互依靠并且相互认同。当同伴圈中有同

伴与圈外他人产生冲突时，他们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必要时还会寻求其他同伴圈的帮助。

当农村学子面对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矛盾时，他们想要冲破不自由以寻求自由，但这种想法可能

是隐性的，也可能是显性的，并不是所有农村学子都会将想法付诸行动。但此时，若同伴圈中出现了

“逾矩”行为，那么同伴圈中的其他人为了“人情”与“面子”便会加入到“随心所欲”而“逾矩”的反抗行

动中。 

（四）较低社会适应能力的再生产

“社会适应”源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理论系统，它主张个体要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达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适应。农村学子在求学过程中的社会适应能力主要

体现在自我适应和人际关系适应两个方面。封建家长制遗风导致家长与子女间权力的不平等，家长处

于家庭的支配地位，拥有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子女处于被支配地位，缺乏发言权。当子女希望能够与父

母一同商议家庭事务时，父母常以“大人的事你不懂”等说辞拒绝子女的参与。长此以往，子女的积极

性、协作能力、问题意识被磨灭，不易形成自我角色意识，对各种社会角色所涉及到的权利、义务、责

任等相关内容缺乏感知，难以形成共情能力。此外，对于青少年而言，现阶段的主要角色是孩子和学

生，而在农村家庭中，父母忙于劳动，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流动，农村学子大多需要承担

做家务、看护弟妹、照顾祖辈等任务。因此，农村学子除了孩子和学生的角色外，还承担着不属于他们

的角色义务。如何协调好各个角色，实现在不同角色间的灵活转换，对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农村学子而

言是个较大考验。一旦出现角色混乱，农村学子可能难以形成对自我角色的清晰认知。

由于资本具有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差异，因此存在占主导地位或边缘地位、支配地位或被支配地位

的资本类型（刘少杰，2002，第 216 页）。在地位不同的影响下，社会成员会形成一种有位置感的社会趋

向，引导他们努力找到自身位置，产生适合该地位之占有者的实践，并在场域角逐中占据有利位置。当

客观占有位置与主观认定的“位置感”一致时，则会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自身位置。我国现处于转型期，

社会环境十分复杂。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出现了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财富也成为个人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象征之一。农村学子从早期

社会化开始便被印上“农村人”的标记，在进入学校及社会后，常因“农村身份”被他人以偏见审视，在

人际交往中容易受到同伴的嘲笑和忽视。根据库利“镜中我”的原理，在社会交往中，农村学子通过他

人的看法和评价逐步形成自我认识，使得外界客观的“位置感”与其主观认为的“位置感”产生冲突，引

发自卑、自闭等问题，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其自我效能感低，在自我接纳方面受到阻碍。

农村学子受到家长制与乡村社会中资本欠缺的影响，使其缺乏对自我角色清晰的认知，并且在人

际关系中失衡，难以有效自我调控并满足其所处社会关系的要求，最终形成了农村学子较低的社会适

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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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低学习目标的再生产

受到乡村社会消极对待教育的文化环境影响，农村家庭的父母通常会在对自身社会阶层位置认识

的基础上，判断未来子女可能获得的教育机会，并形成所谓的“期望”。农村家庭形成了接受更多的教

育意味着更多成本的看法，认为自身的社会阶层限制了子女获得高学业成就的机会，阻碍了子女阶层

跃升的通道，对教育的投入回报率预期较低，因此教育选择相应地更加偏向于“理性—行为”模式。父

母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认识转化为对未来阶层跃升机会的判断，而对未来阶层跃升机会的判断又降低了

父母对子女教育结果的“期望”。反映在具体行为上，通常表现为农村家庭的父母对子女抱有较低的

教育期待，满足于子女考入普通大学或者职业院校。研究发现，农村学子获大专教育的概率是城镇学

子的 0.223 倍、农村学子获本科教育的概率是城镇学子的 0.112 倍、农村学子获研究生教育的概率是城

镇学子的 0.049 倍（温军英，2022)。
拥有丰富经济资本的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及风险承受能力较高，可以通过“买房择校”“购买

课外辅导”等方式，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等，促进子女的教育获得。进入 21 世纪后，

国家不断出台各项惠农政策，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提升，但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和风险承受能力相

对较低，经济资本尚且不足以完全支撑这种转换的发生，其子女教育获得面临更大的机会成本，部分家

庭可能还会产生教育致贫的问题。社会结构因素常通过内在心理来影响个体的实践活动，而同样的结

构力量和外部资源，若被实践主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会产生不同的目标和驱动力。当农村学子意识

到自身与上层学子的差距时，他们认为自身学业竞争力的不足会体现在学业成就获得上，进而削弱阶

层跃升动力。金钱是一种与个人价值相挂钩的等价物，对于文化资本欠缺的农村家庭而言，用金钱来

表达支持与赞同更能体现对子女的关心与认可。金钱作为一种工具，以奖励、礼物等形式经常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农村学子童年记忆和经济现实的混合体（齐美尔，2007，第 263 页）。对农村学

子而言，“若要坚持接受高等教育，就要用更多的经济理由来劝服自己”（Brand & Xie，2010）。在他们看

来，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并不存在较大差别，若自己在不擅长学习的情况下还为未来从事智力劳动而

继续接受教育，等同于浪费时间和金钱，因此他们通常选择进入职业院校或直接辍学。根据 2022 年教

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学校 70% 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2023a）。
学习目标导向属于个体动机范畴，是指个体对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遇见新事物等使自我得

到提升的强烈愿望。根据成就目标理论，对未来预期的差异和价值追求的不同，个体在追求目标的不

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有人会时而倦怠，而有人则始终坚持如初。当父母抱有低教育期待，同时农村

学子对自己的学业竞争力产生怀疑时，农村家庭的父母与学子会偏向于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在求学

过程中容易消极倦怠，最终影响学业成就的获得。 

四、农村学子底层文化再生产机制的突破

“寒门难以出贵子”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早期社会化进程中的自我，与学校要求中的自我产生冲突

所导致的，因此需要在底层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经验，思考如何缩小底层文化与学校教

育的差距，以及如何增强农村学子意识与能力等问题，进而从内外部两方面突破文化再生产机制。 

（一）塑造乡村知识场域，重视农村学子早期教育

当惯习遇到产生它的场域时，实践主体可能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感觉不到阻力和重负，自然而然

地将世界视为自己的世界；若惯习遭遇了与其所形成惯习不同的场域时，实践主体可能困难重重、处

处受限。农村学子早期社会化中的自我是在乡村社会中建构形成的，乡村社会作为传统的他者通常被

排除于现代教学模式之外。农村学子在学校教育中被强行从乡村社会中分离，他们的知识与现实的生

存环境相脱离、思想培养与其所处时空的文化认知存在鸿沟，被动地接收了大量新的知识和技能，而

并非依靠自身的能力去汲取知识，获得心智的提升。因此，可以通过创新学习型乡村建设等方式，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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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知识场域。现阶段，学习型乡村建设的实践成果典型地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其他

地区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融合血缘、地缘等亲缘文化资本，聚合所有可能的资源，持续性地促成整

个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全体乡民基于共有文化的自由学习（张慧萍，侯怀银，2024)，提升乡村社会居民

的素养，为农村学子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在构建乡村知识场域的基础上，注重农村学子的

早期教育，加大对乡村幼儿教育的扶持。目前，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2021 年农村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0.6%，每个乡镇基本办有一所公办中心园，大村独立办园、小村联合办园（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c）。在此基础上，应持续对乡村幼儿园办学环境进行规范化调整，让更多的农

村学子能够接受更为系统的早期教育，尽早接触学校教育中所使用主流文化和语言，弥补家庭和社会

原因造成的不足。如此，在乡村知识场域与早期教育的作用下，当农村学子在进入学校教育之时，便减

少了与学校教育中知识内容、语言方式和行为规则等之间的冲突。 

（二）建立不同阶层社会交往机制，重塑知识之价值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他们并不是真的认为“读书无用”，而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开始质疑教育对

个人的价值，对教育是否能够提升社会阶层心存怀疑，他们对教育依旧怀有一种虔诚的渴望。调查显

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 617 元，在每个子女教育上的支出占比为 37.5%；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9 251
元，在每个子女教育上的支出占比为 28.1%。可见，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其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

占比高于城镇家庭（魏易，2023）。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成本较高，但因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失衡等

因素，大学毕业生收入达不到农村家庭前期教育投入与回报的预期。因此，“读书无用”只是农村家庭

在无法改变现实被动但又理性的选择。农村家庭存在着对于教育价值的质疑与如何抉择的两难，他们

渴望通过教育改善现状，但教育俨然又难以实现他们的期望。在较为封闭的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所接触的大都是相同社会阶层的人，缺少在现实中与中上层社会阶层人们交往的机会，因而也就

难以认识到知识价值在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所以，为了化解农村家庭对教育价值的质疑，可以构建

不同阶层的社会交往机制，为长期身处于乡村社会中的底层群体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构建起一种行

之有效的交往机制，推动乡村社会居民现代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发展，促进其思想观念的拓展，让

乡村社会居民真正感知到知识的重要性和价值，重新塑造他们对知识的价值观念。 

（三）促使农村学子发挥主体能动性，主动融入学校教育

学习者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而应是知识获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

虽然客观结构生产着阶级习性，特别是生产着倾向和素质（扈海鹂，2006），但这种结构的制约性并非是

无限的，其制约效果会被个人的能动性所挑战（熊静，2016）。因此，除了改善环境，从外部阻断底层文

化再生产机制外，还应促使农村学子发挥主体能动性，从内部主动突破文化再生产机制。个体依靠意

义系统表达自身与外界的关系，当意义消失时，个体就会陷入迷惘状态。学校教育的意义感是指在教

学过程中，与学生形成一种稳固的、有意义的联系。只有当学生认可学校教育意义时，才有可能由内

而外地接受学校教育，否则可能会陷入学校教育虚无主义的危机中。对于农村学子而言，应自觉地认

同教育权威的合法性。一方面，学习是个人化的过程，农村学子可以通过改造自身以适应学校教育的

要求，在行为、语言、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自我重塑；拓展人际网路，建构具有普遍信任的社会

网络关系，增加社会资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等来实现对学校教育的顺应。另一方面，早期

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在意识中要比后来所内化的世界更加坚实、牢固。当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时，要

进行适度理性反抗。对此，需要对教师权威做出让步，遵守维护学校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制度。不同

于反学校文化，这种反抗、对抗并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在学校规章制度的限制下被重新界定、删减与

重构的，因此是可以被学校文化接受的。可见，应促使农村学子通过提升实践能力、调整应对方式等

手段，弥补外在社会结构资源对其活动的限制，建构有利于自身融入学校教育场域的关系和结构，最终

达到摆脱惯习羁绊、主动融入学校教育的目的。

（杜岩岩工作邮箱：duyanyanduo@163.com；徐亦宁为本文通信作者：167080947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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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It Difficult for Rural Students to Attend Key Universities：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Students and Its Breakthrough

Du Yanyan1    Xu Yining2

(1. School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early socialization process, rural students complete the reproduction of underclass culture
by internalizing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ower class on the social world and the traits conveyed by “significant others”
such  as  their  parents.  Influenced  by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lack  of  economic  capital,  natural
knowledge is internalized into their individual mental schemas, resulting in a relatively narrow scope of knowledge.
The rural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culture shape rural students into adopting a “restricted linguistic
code.” When peers engage in “transgressive” behaviors, rural students are prone to reproducing subcultures for the
sake of “social fac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aternalism and the lack of capital in rural society, rural students lack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oles, experience imbalanc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 lower social ad-
aptability. When parents hold low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rural students may doubt their 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leading to diminished future aspirations. To foster “success from humble origins,” it is essential to reshape the rural
knowledge field,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cross-class social interactions, encourage rural students to exercise their
agency, and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school education to disrupt the reproduction mechanism of underclass culture.

Keywords：rural students；lower-class culture；reproduction of lower-class culture；elementary so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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